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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敲诈勒索罪属于我国财产类犯罪中的一种比较常见的罪名。目前我国刑法中对敲诈勒索罪主要采用简单罪状的立法模式。实践中，经常遇到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的罪与非罪的界定问题。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践行刑法的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精神，对过度维权行为与敲诈勒索犯罪之间的界限问题进行准确的界定和恰当的处罚非常必要。本文通过对过度维权行为以及敲诈勒索罪的基本理论进行阐述，分析了过度维权行为与敲诈勒索罪的界限问题，并结合过度维权入刑的司法现状，分析了优化过度维权入刑案件的处理思路，希望对司法实务中更好地认定过度维权行为及敲诈勒索罪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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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ssue of the influences of non-audit services on audit independence is controversy for a long time. The researches in theory and practical fields have not reached an agreement abroad and home yet. And our country’s researches in theory and normal are pretty poor. This paper makes some research on this issue, it analyses the influences of non-audit services on audit independence from the point of economics firstly. Then, analyses this issue from the sides of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Though many a researcher has their own opinions, combining with our country’s reality, this paper gets the conclusion that our country should develop the non-audit services based on no impact on audit independence. To reach this purpose,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our country should perfect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develop the non-audit services selectively, improve the occupation morals of the CPA, perfect the legal laws and regulations system and so on, thus non-audit services can make much more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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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我国法治建设工作的不断推进，民众的法律意识得以提升，保护公民的个人利益也变得至关重要。日常生活中，这种意识逐渐外化为一种维权行为，但由于部分公民的维权行为缺乏合理规制，导致其逐渐滑向了权利极端主义的深渊，甚至因维权过度被评价为刑事犯罪行为，尤以敲诈勒索罪为甚。目前，关于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罪之间的界限问题尚未完全明晰，这就使得司法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的情形比较常见，在某种程度上严重影响了司法公信力。因此，对过度维权的刑法规制问题进行探究变得十分必要，尤其是对过度维权行为与敲诈勒索罪的界限把握，需要严格按照刑事犯罪的构成要件以及具体的案件事实进行客观全面的评价，避免司法实践中不当扩大处罚边界，导致相关的法律制度不能得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更好地发挥。

一、过度维权行为与敲诈勒索罪的概述
（一）过度维权行为的概念、特征和入刑标准
1.过度维权的概念
过度维权行为主要是指行为人基于其权益被侵害的客观事实，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行为向对方索要相应财物的行为。实践中，对于某一过度维权行为是否符合犯罪的构成要件，一般需要根据具体的案件事实进行判断，同时还应当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这是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所决定的。过度维权属于一种过度行使权利的行为，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包括但不限于采用暴力手段维权、以非法目的维权等。[1]学界对于过度维权的要件界定通常采用的是三要件说：即“具备行使权利的依据”“实施了威胁性的手段”“具有索取高额赔偿的目的”。[2]
2.过度维权的特征
过度维权行为的特点主要表现为：第一，过度维权的主体具有特殊性。过度维权主体大多数为合法权益基于某种法律关系受到侵害的主体，比如消费者、劳动者等自然人。一般而言，维权者相对于另一方而言，其在经济实力上一般处于弱势地位。实践中，经常出现一些维权者在自身利益受损后，想通过舆论等媒介以“曝光”或者“披露”其发现的某一机构或者企业，抑或是相关的负责人一些不法的事实而要求对方支付“封口费”或者其他经济利益补偿。[3]第二，过度维权具备有因性的特点。有因性主要是指维权者基于法律依据或者权利基础实施了相关的维权措施，其不包括制造虚假事实进行索赔的情形。第三，维权的手段超过必要限度。一般而言，对于消费者权益引发的纠纷，往往依据相关的民事法律规定，比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或者是《食品安全法》等，权益受损的主体可以要求三倍或者十倍的赔偿。但是过度维权则表现为暴力或者非暴力维权，其实施的行为限度远远超过了刑法所不容的维权限度。第四，过度维权的权利主张不合理。实践中，经常出现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罪出现重合的情形。最常见的表现是维权者基于某种侵权事实实施了“过度索赔”行为。并且索赔的数额远远高于其自身损失。索赔的标的包括财产或者其他财产性利益。实践中常见的有某明星迫于舆论压力或者形象维护，对与其发生不正当关系的其他女性通过支付高额封口费或者让渡其他利益作为交换。
以上四点中，前两点属于私力救济的法律属性，但是后两点却使得维权行为拥有了敲诈勒索罪的权利外观。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某一过度维权行为是否纳入罪与罚的评价范围，仍然需要结合具体的案件事实进行分析。
3.过度维权的入刑标准
过度维权是行为人在不当目的驱使下实施的行为，即使存在权利基础，也不阻却构成犯罪的可能。一般而言，维权者应当对过度维权行为引发的损害结果承担相应的刑事处罚。被害人过错的不会成为阻却其行为违法性的障碍。由于法律会平等保护每个人的正当权利，因此不会因为自然人所处地位的强弱势而有所偏向。[4]即使侵权人存在相关的过错，其合法权益也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对于维权者为了实现损失的填补而实施的行为，是否属于过度维权，应当从中立的视角进行全面剖析，对于该行为是否纳入了刑法评价的范围，应当根据具体的犯罪构成要件进行综合判断。比如，对于消费者维权的案件，其在维权的过程中主张以向媒体曝光为由要求商家作出相应的反馈，对于该行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中的威胁行为，能否对商家产生恐惧心理，需要结合具体的案件进行分析。如果商家并不在意媒体曝光的事宜，仅仅是为了平息纠纷，那么消费者维权作出的这种行为就不应当被评价为胁迫或者威胁行为，也不会被评价为刑事犯罪行为。相反如果消费者的媒体曝光行为会给商家带巨额的损失，甚至会让其股票大跌，这种情况下，需要考虑消费者提出的不向媒体曝光的条件，如果超出了社会公众普遍容忍的范畴，那么其行为很可能纳入到敲诈勒索的范畴。[5]因此，在对某一行为进行分析时，应当围绕行为人的客观行为推定其主观意图，如果媒体曝光是手段，要求巨额经济赔偿时是其主要目的，那么就构成了刑法中以非法占有目的的犯罪构成要件。因此，对于过度维权是否入刑，虽然数额等不是决定其是否入刑的构成要素，但是会作为评价行为人行为是否违法或者是否构成犯罪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
（二）敲诈勒索罪的定义和犯罪构成要件
1.敲诈勒索罪的定义
敲诈勒索罪是以非法获取财物为目的，实施的一系列的违法犯罪行为。我国刑法理论中对于判断某一行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主要考虑的是行为人实施敲诈勒索行为的目的，即行为人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于敲诈勒索罪的行为表现形式，最常见的是威胁、索取行为。[6]实施敲诈勒索的对象主要是较大数额的公私财物。具体的行为表现形式包括要挟的手段、威吓和威胁当事人的行为手段等，这些手段的实施足以对被害人产生精神上的强制或者心理上的恐惧，进而产生被迫交付财物的行为。
实践中，经常出现敲诈勒索罪与消费者过度维权之间纠纷的相关案例。对于消费者购物过程中出现瑕疵或者缺陷，进而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情形，消费者有权向经营者要求赔偿损失，即维权索赔。由于消费者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过程中，往往会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其经常会选择借助外力进行侵权损害赔偿。比如，有的消费者会借助新闻媒体等进行曝光，在自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一旦出现类似的问题，会严重威胁到经营者整体的运营状况。也有消费者在合法权益受损后，会提出超出正常范围的索要赔偿金额。这种行为很容易被界定为与敲诈勒索罪相似的行为，严重影响了民事行为与犯罪行为的有效界定。
2.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包括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体和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主体指符合入刑年龄并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犯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具有非法强索他人财物的直接故意。犯罪客体包括他人的人身和财产权益。犯罪的客观方面主要是非法占有为目的。具体可表现为威胁、要挟等手段。对于行为人胁迫方式提出的条件，一般是财物索赔，如果远远超过一般数额，且已经超过了普通人理解的限度，那么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对敲诈勒索罪的认定。值得注意的是，实践中对于消费者基于侵权事实而提出的索赔行为，虽然其与敲诈勒索的“威胁行为”的表现形式相似，但是一般首先会被纳入到民事法律关系中的乘人之危。如果已经达到了侵害人身权、财产权的程度，那么有可能构成敲诈勒索罪。[7]实践中在界定过度维权行为和敲诈勒索罪时往往需要综合多种因素进行考量，比如维权理由、维权方式和索赔数额等均是需要结合具体的案件情况必须重点考虑的因素。
二、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罪的界限
（一）维权依据不能成为阻却犯罪成立的事由
在分析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罪的界限时，维权依据一般不能成为阻碍敲诈勒索罪犯罪事实成立的依据。实践中，司法机关一般需要结合具体的案件事实对行为人实施的威胁或者要挟行为能否达到刑法上规定的行为效果进行综合考量。因此，存在上述行为不一定代表行为人就构成犯罪，具体而言，需要综合行为性质、主观意图、危害后果等多种因素进行综合判断。比如，甲乙并不相识，但是甲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到官员乙具有贪污受贿行为，借此信息优势，甲向乙发送部分证据，并向乙提出了封口的条件。乙基于恐惧向甲支付了相应的钱财，甲的这种行为就构成敲诈勒索罪。因此，在判断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时，需要分析行为人实施的威胁行为有无正当理由，还需要看威胁与要挟行为与被害人支付财物是否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如果官员乙明知道自己不存在贪污受贿行为，但是出于对甲的怜悯，而向其支付了财物，那么甲的行为就不构成敲诈勒索。再如，甲基于其购买的产品缺陷向乙企业进行索赔，并扬言要进行曝光或者向行政机关进行投诉或者法院起诉。乙企业考虑到其产品在市场中的地位还算稳固，认为甲的要求未超出其正常可承受的范围，便支付了索赔数额。此时，对于甲实施的该行为就不能想当然地评价是敲诈勒索。
因此，在判断某一行为是属于过度维权行为还是敲诈勒索行为时，需要考虑其维权依据的合理性，不能仅仅分析行为人的行为表现形式，还应当考虑维权依据与相对方是否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如果存在因果关系，那么其可能被评价为过度维权行为。如果过度维权行为被评价为财产犯罪中的敲诈勒索行为，那么行为人会遭受极为严重的危害后果，因此需要进行慎重考量和评价。[8]笔者认为，在评价敲诈勒索罪是否成立时，应当明确相关主体的维权依据。尤其是在分析是否构成威胁、胁迫的事由时，应当综合考量维权依据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对索赔行为的客观评价。如果行为人的威胁理由并不存在，那么会因缺乏正当性导致按照其犯罪行为进行处理。此外，我们还需要充分考虑行为人维权理由的充分性和可靠性，避免因认定事实不清导致其遭受刑事法律制度的制裁。
（二）维权手段合法性影响敲诈勒索罪的认定
实践中，在判断某一过度维权行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时，需要判断其维权手段的合法性。一般而言，敲诈勒索罪要求行为人实施的威胁、要挟行为达到给相对方心理带来恐惧的精神强制效果。尽管一些行为人的过度维权行为与敲诈勒索罪的行为出现高度吻合的情形，但是由于索要的数额显然超出了其自身的实际损失，那么对于该种行为可能会被纳入到罪与非罪的范畴进行讨论和评价。如果行为的索要方式无法对相对方产生精神强制效果，那么说明相对方并不在意索要的事由，需要进一步调查行为人的维权原因。[9]然而，如果行为人的索要行为事出无因，就应当对其行为进行重新评价。一般情况下，恐吓行为的合法性并非阻碍敲诈勒索罪的法定事由。尤其是随着社会公众法治意识的不断提升，其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方面也会采取多元化的手段进行相关权益的维护。这种救济途径一般以民事私力救济最为常见，很少会涉及刑事司法领域范畴。当然，如果消费者采取的是极端的行为进行维权，那么需要对其行为是否评价为犯罪行为进行审慎评价。
（三）索赔数额不应作为罪与非罪的界限
在判断索赔数额能否成为判断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时，学界存在不同的观点。关于索赔数额一般依赖于具体的案件事实，并且与可能遭受的刑罚也密切相关。对于消费者维权行为，其一般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相关的金额进行索赔，但是如果超出了具体的赔偿额，那么其具体的计算方式则是待定的状态。但是对于产品侵权责任纠纷，一些消费者还会提起高额的精神损害赔偿，这就增加了对这种行为的认定难度。惩罚性赔偿问题是在实践中一般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这就使得其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索赔数额的计算。有的会综合多种因素进行考虑，有的会受限于意思自治原则的约束。[10]巨额索赔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会受到公权力的影响，尤其是在判断消费者是否有权获取赔偿数额时。行为人索要财物的数额是否巨大一般需要根据社会正当性理论进行判定，笔者认为，在判断过度维权行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时不应当将索赔数额作为罪与非罪的界限，应当将其作为判断行为人主观恶性的一个因素。
三、过度维权入刑的司法现状
（一）过度维权入刑的常见情形
过度维权入刑的常见情形包括了高额索赔型过度维权、趁火打劫型过度维权、得寸进尺型过度维权、权利内容确定型维权以及权利内容不确定型维权。具体而言，第一，对于高额索赔型过度维权，一般维权人基于被索赔对象的某种行为，在其本身未受到与索赔数额相当损失的情况下索取的高额赔偿。被索赔对象基于商业信誉或者时间成本等因素的考虑，满足了维权人提出的要求。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倾向于对消费者这一弱势群体进行保护，但由于惩罚性赔偿数额缺乏强制性，使得部分维权者在进行私力救济时提出的索赔数额远超出法律规定的合理范围。[11]例如，甲在某超市购得过期食品并出现了身体不适，在去医院检查后，拿着诊断病例向超市进行数十万的巨额索赔，并以曝光媒体相要挟，在超市报警后，警方认为甲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虽然高额索赔不必然等同于敲诈勒索罪，但是通过威胁的手段实施的巨额索赔的过度维权行为经常被认定为涉嫌敲诈勒索的行为。第二，对于趁火打劫型过度维权行为，主要是指行为人作为产品受害者进行维权时，借助企业处于转型或者升级改造的契机，通过曝光威胁等手段向企业索要较大数额的赔偿，部分企业出于口碑、商誉或者更为长远的利益考虑，会向维权者进行让步妥协。这类维权行为虽然属于小概率事件，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尤其是自媒体的不断发展，这类维权逐渐演变为高发事件，比如“权健”品牌的暴雷以及“恒大”破产等引发的群众性事件，在这些事件中，部分维权者被判行拘或刑拘。[12]可见，趁火打劫型的维权手段更为激进。第三，对于得寸进尺型过度维权行为，这种情形常见于消费纠纷、医疗纠纷及上访等事件，各方已经就基本的争议事件达成和解，但是由于维权者对已有的调解结果不满，忽略了已经达成的和解协议，导致其再次以同一损害为理由提出不合理的新要求。对于该种情形的过度维权行为，由于其首次维权是基于私力救济的正当权利，但是对于第二次的重复维权行为显然缺乏了目的的正当性和维权手段的合理性。这种在实践中也经常被遇到，比如甲因医美失败后，医美机构与其协商一致给与了一定数额的补偿。后来甲又以同样的理由到医美机构门前闹事，并扬言要向相关的部门进行投诉举报。这种重复维权行为最终被医美机构报警，最终被认定为敲诈勒索罪。第四，对于权利内容确定型的维权，维权者提出维权诉求的依据是具有明确的、无争议的权利内容。以消费者维权为例，其依据的是产品存在的客观瑕疵，一般而言，这种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如果消费者企图利用商品瑕疵获得高于损失的价额，那么这种行为很可能演变为过度维权行为。[13]第五，对于权利内容不确定型的维权行为常见于食品纠纷、医疗纠纷和拆迁纠纷等领域。典型的如“郭利三聚氰胺案”，该案件中郭利多次对三聚氰胺超标的奶粉进行多次索赔，在达成和解协议后不久又向品牌方进行巨额索赔，最终被指控为敲诈勒索。最终经历了长达7年的审判后，虽然被改判为无罪，但是对于维权者的身心打击也是相当巨大的。对于该类型的维权案件，维权者受到的损失一般难以在短时间内进行估量。因此，司法实务中对于维权者的主观目的的判断一般存在较大的实践争议。
（二）过度维权入刑与敲诈勒索案件处理存在的问题
1.敲诈勒索罪司法适用的不当扩张
实践中，对于敲诈勒索罪的认定呈现出不当扩张的趋势。具体表现如下：第一，敲诈勒索罪经常与一些信访行为或者维权行为出现界限不清的情形，导致一些尚未达到刑事处罚标准的行为也被错误认定为敲诈勒索罪。这就打击了一些因个人权益被侵害而实施合理维权行为的积极性，不能发挥民法、行政法等其他部门法的作用。敲诈勒索罪适用的随意性和偶然性决定了该罪名在实践中被“口袋化”。第二，也有将抢劫罪、寻衅滋事等其他犯罪行为被不当归置为敲诈勒索罪的具体范围。这就使得敲诈勒索罪与相关犯罪界限不能得到有效界定，在具体适用上存在扩张解释的方法。相关的立法和司法解释规定中并未对敲诈勒索罪进行限缩，不利于充分发挥出社会治理的政策效果，这就导致敲诈勒索罪在实践中被广泛地进行司法适用。
2.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罪入刑标准模糊
实践中，关于过度维权行为入罪的数量呈现出逐年增多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过度维权行为在某种情形下可能面临一定的法律风险。在协商阶段，维权者与侵权者一般会针对赔付问题首先进行协商，最大限度维护自己的应得利益，并就此进行反复磋商，寻求双方利益的平衡点。但如果维权者采取了过度的维权手段，就会导致其可能被纳入到刑法所规制的范围内。[14]在维权者与侵权者进行博弈的过程中，部分侵权者会采取投机心态处理纠纷，恶意拖延调解的时间，加大了纠纷化解难度，最终也可能使得维权者的维权行为演化为犯罪行为。由于现阶段关于过度维权和敲诈勒索的罪与非罪的界限比较模糊，使得实践中对于过度维权行为和敲诈勒索行为的界定不统一，以不正当的维权手段保护自己的利益则让维权者越轨成为了犯罪嫌疑人。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中对“胁迫”行为并未设置具有可解释性的兜底条款，这就使得法院在案件审理时也存在不同的理解，导致个别法院对于这种过度维权行为采取的是 “泛刑法化”的思维模式，使得其对过度维权行为进行评价时，极易将其认定敲诈勒索罪。也有个别法院对于过度维权行为能否入刑采取了更为严格的认定标准，这就导致部分维权者陷入了维权难的困境中，导致侵权者逍遥法外，进而引发了更为严重的深层次的矛盾纠纷，比如导致上访事件数量的激增。对于前述的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从长远看不利于维护我国司法的权威性，也不利于提升司法的公信力。因此，在对过度维权行为进行刑法规制的过程中，应当严格按照犯罪构成要件进行判断，尤其要摒弃过于僵化的形式正义理念，在进行裁判的过程中要适当扩大裁量空间，统一过度维权行为的认定标准，明确价值取的社会妥当性，做好相关的法理解释，这对做出合情合理的裁判至关重要。
3.维权谈判与敲诈勒索的界定标准不清晰
敲诈勒索罪保护的法益具有综合性，包括财产和人身。不仅包括保障公民的财产权益，还包括公民个人的意志自由。在认定敲诈勒索罪的过程中，应当将行为人的恶害是否会导致被害人恐惧或者减损意志导致财产损失作为核心的要点。消费者面对侵权损害时一般会出现减损商家的自由意志，这就使得商家一直处于被动的状态。消费者一般会采取举报或者媒体曝光等手段，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监管部门出现惩罚商家的行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出台有利于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是部分公民会钻法律的孔子，利用法律向商家进行巨额索赔。这种变相的威胁要挟的行为，给商家也带来了压力。这就使得社会上涌现出了一批职业索赔人，其采取合法的行为实现非法索取财产的目的，严重影响了营商环境。部分商家的商品存在微瑕疵，但是一经媒体曝光，会给其商誉带来极大损害，甚至会带来巨大的财产损失。维权谈判与敲诈勒索的界定标准不清晰，是导致企业商家遭遇威胁的核心原因。为了避免因维权谈判引发的被认定为敲诈勒索的情形出现，应当将商家自由意志的减损作为判断敲诈勒索罪的重要内容。
四、优化过度维权入刑案件与敲诈勒索罪的处理思路
（一）坚持刑法谦抑性原则与刑法规制功能的协调性
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决定了在对某一行为进行评价时，应当严格按照犯罪的构成要件进行判断，不能进行有罪推定。在判断过度维权行为是否应当入刑时，应当采取明确实质法益侵害的判断标准。[15]众所周知，刑法具有保障人权和惩罚犯罪的功能。刑法中的各项处罚在一定程度上对预防犯罪，规范公民的行为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刑法作为统治阶级意志的反应，其代表着国家公权力对犯罪者进行惩治，由于其产生的威慑力十分巨大，因而需要审慎用之，避免公民无端遭受刑罚。罪刑法定原则是对公权力的有效规制，即禁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对于过度维权行为入刑的标准，应当审慎把握，避免过当处罚，打击消费者的维权行为。刑法的调整对象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对于一般的违法行为主要通过行政法等其他法律进行调整。对于消费者过度维权行为，如果其扬言的曝光等威胁手段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那么对于这种行为，商家完全可以采取民事救济的手段，而非直接纳入刑法进行规制，否则会严重削弱消费者维权的积极性，导致商家为所欲为，扰乱社会市场秩序。因此，如果某一行为可以通过其他法律调整，那么刑法应当保持其谦抑性。
（二）明确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罪的入刑标准
如前所述，实践中对于某些行为人的过度维权行为经常与敲诈勒索罪相关联。为了更好地对二者进行界定，我们应当首先明确过度维权的入刑标准。具体而言，第一，应当判断过度维权是否对相对人产生实质法益的侵害。如果过度维权行为可能会损害法益或者引起其他危险，则会受到刑法的否定性评价。由于实践中对于敲诈勒索罪保护的法益有多种观点，即所有权说，占有说和混合说。[16]对于过度维权行为是否侵犯了敲诈勒索罪所保护的法益，目前学界尚未形成明确的定论。因此，社会公众在行使自己的权利的过程中是存在边界的，应当依法行使，如果以权利相威胁的手段实现某种目的，可能会因违反公序良俗而被纳入到民事侵权行为的范畴；如果以侵犯他人财产为目的实施威胁，由于未侵犯到敲诈勒索多保护的法益，因此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如果行为人在实施威胁、胁迫手段的同时，还提出了索赔的要求，给相关主体带来了压力和不安，从法益侵害的角度来说，其已经纳入到了刑法所调整的范畴。[17]因此，实践中对于不同的维权行为，应当结合具体的案件事实进行综合全面分析。第二，应当监采社会相当性理论。即对于侵权行为和犯罪行为的界限，需要结合具体的案件事实进行综合判定，此时需要引入社会相当性理论进行判断。也就是说，应当以社会大多数成员的价值观为基础，如果行为人的行为不符合社会相当性，那么其可能成为敲诈勒索罪成立的条件，反之，则属于普通的维权行为。该理论为过度维权的规制提供了比较合理的解决思路。在运用社会相当性理论对过度维权行为进行规制时，应当坚持平均人原则和比例原则。比如，甲被乙开设的工厂的狗咬伤，便对运输货物的乙工厂的车进行了拦截，要求赔偿其5000元打疫苗，乙工厂负责人积极进行了配合，过了一年后，甲再次要求乙工厂进行5000元索赔，还采取了堵门拉闸等影响乙工厂正常经营的行为，这种强行超额索赔的行为最终被法院认定为敲诈勒索罪。该案件中，甲的这种二次索赔行为，被界定为“另起犯意”，其堵门拉闸的行为从社会相当性理论的角度分析，属于远超社会公众可以忍受的范围，因此，构成了犯罪。对于比例原则，也是判断行为人的维权行为是否得当的一个重要原则，一般而言，损害后果应当与损害行为相当，如果远远超过社会公众的认知或者可容忍范围，很可能对行为人的目的作出否定评价，甚至被认定为刑事犯罪行为。
（三）加强维权手段合法性的法律引导与胁迫行为的规制
对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行为，应当鼓励其进行维权，这有利于净化我国的商品市场，避免商家为了逐利不当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是消费者在进行维权的过程中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实施，避免因采取维权手段不佳导致陷入对自身不利的境地。[18]为了更好地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环境，我国应当不断加强对消费者维权手段合法性的法律引导，对于消费者采取暴力殴打等明显违法手段实施的维权行为或者胁迫行为，应当进行积极的规制，否则已经成为了刑法调整的范围。实践中，有的消费者会采取言语侮辱的方式对相关主体进行威胁,该行为从社会相当性理论角度进行评价，尚未超出社会容忍限度，属于一般的情绪宣泄，因此一般不会被纳入犯罪的范畴。比如，甲长期购买食品类的产品，对于不符合食品安全的产品进行民事诉讼，在诉讼的过程中，要求商家进行3倍或者10倍赔偿。但是，对于某一行为人，如果其在购买到有瑕疵的商品后，超出了民事维权的索赔数额，远远超出了民事法律所规制的数额范畴，尤其是“天价索赔”，加之以向媒体曝光进行要挟等行为，那么可能被纳入到敲诈勒索的范畴。[19]因此，未来为了避免行为人的维权行为纳入到敲诈勒索的范畴，应当通过普法等方式加强引导，同时对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应当进行保障，但是应当向消费者普及合法的维权方式，引导其理性维权，避免其维权行为被评价为刑法上的胁迫行为，这对营造积极良好的市场环境至关重要。同时，在过度维权行为与敲诈勒索交叉的案件中，大多数的商家一般比较忌惮网络媒体曝光，这会给其经营带来巨大的损失。部分媒体为了获得较大的关注和较多的流量，不惜采用一些博眼球容易产生误导的新闻标题进行相关事实的报道，这就导致引发了比较严重的后果。因此，除了加强对消费者维权行为的合理引导以及胁迫行为的合法规制，还应当规范媒体、网络平台等主体的行为，要求其客观真实地进行报道，遵守职业道德，网络平台应当发挥监管作用，尽到初步的审核义务，避免因不实信息引发的商家损失扩大化。此外，由于过度维权行为经常出现在消费者权益被侵害的案件中，因此，对于消费者与经营者而言，由于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导致法律一般会倾向于对消费者的权益进行更多的保障，包括举证责任分配等。随着电商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各种职业打假行为、薅羊毛现象、恶意差评等逐渐涌现，一些商家为了能够在平台获得良好的竞争优势，对于某些消费者利用“差评”等实施的索赔行为选择隐忍或者主动进行赔偿，这些均损害了经营者的积极性。[20]因此，未来如果规范网店的经营行为，避免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也是电商平台和未来法律制度构建应当关注的问题。只有为经营者创造了更加良好的营商环境，引导经营者规范自己的行为，才能更好地为消费者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才能降低消费者权益被侵害的发生概率，进而从源头降低过度维权以及敲诈勒索发生的概率。
结语
综上所述，关于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罪一直是刑法学界热烈讨论的一个问题，虽然尚未形成统一的结论，司法实践中对于该类行为也存在不同的判决结果。但是对于二者罪与非罪的界定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尤其是涉及民法和刑法交叉的领域，对于过度维权行为进行精准界定，有利于对相关主体的行为作出更为合理的评价。本文通过对过度维权的概念、特征和入刑标准以及敲诈勒索罪的定义和犯罪构成要件等进行详细阐述，分析了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罪的界限，结合过度维权入刑的司法现状，提出了优化过度维权入刑案件与敲诈勒索罪的处理思路，即为了避免同案异判的现象发生，在对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行为进行认定时，应当坚持刑法谦抑性原则与刑法规制功能的协调性，明确过度维权与敲诈勒索罪的入刑标准，不断加强维权手段合法性的法律引导与胁迫行为的规制，尤其要发挥电商平台、司法机关以及其他主体的协同作用，这对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至关重要。无论何时，均应当坚持刑法的谦抑性，不能轻易地将消费者过度维权行为直接定性为刑事犯罪行为，尤其要充分发挥社会相当性理论在处理过度维权案件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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